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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

——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

田燕飞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抗战以降，国内各阶层始终关注对日反攻战略的推进，国民政府也不断调适其对日反攻战略。

在此态势下，1945 年 4 月日军发动“湘西会战”，欲达到摧毁芷江机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避免日

后陷入多线作战、掩护桂柳等地军队撤退之目的，为防卫其本土服务。中美空军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

英勇战斗，始终掌握制空权，力图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战绩突出，是湘西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

国民政府以会战胜利为契机，命令军队转入对桂柳等地的反攻，标志其仓促调整并实施对日反攻战略。

国民政府此举与中共在敌后实施的普遍的局部反攻，协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也凸显了

湘西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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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ir Force 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Xiangxi 
Battl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djustment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Counteroffensive Strategy Against Japan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IAN Yanfe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ll walks of life in China have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the counteroffensive strategy against Japan,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as constantly adjusted its counter-offensive strategy against Japan. In this situation, in April 1945, the Japanese 
army launched the Xiangxi Battle, in order to destroy Zhijiang Airport, oppres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yield, avoid falling into multi-line operations in the future, cover the retreat of troops in Guilin and Liuzhou, 
and serve to defend their homeland. 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air forces, especially the fifth air force brig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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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ght bravely, always mastered the air control, tried to build a land-air cooperative combat system,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hich is the key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Xiangxi Battle. Taking the victory of 
the battle as an opportunit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rdered the army to turn to the counteroffensive against 
the Japanese troops in Guilin, Liuzhou and other places, marking its hasty adjus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nteroffensive strategy against Japan. This mov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local 
counteroffensive implemen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hind enemy lines promoted the early arrival of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hich also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Xiangxi Battle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Keywords：Xiangxi Battle; Chinese and American air forces; the fifth air force brigade; counteroffensive strategy 
against Japan; Zhijiang Airport

自近代飞机发明以来，空军便逐步发展成为

独立的军种，杜黑认为“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

没有制空权，就注定要失败”[1]。抗战期间，压制

日方空军，夺取制空权，配合其他军种作战或单

独作战，是中国空军战役战术的重要目标。蒋介

石对空军作战寄予厚望，认为“空军之成败，关

系国家前途”[2]。抗战后期，1945 年 4 月 9 日至 6
月 7 日，中日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最后一次大会战，

史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以下均简

称“会战”），也称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

该会战既凸显日军颓势日甚，也拉开了中国军队

反攻桂柳等地的序幕，标志着国民政府迫于形势，

仓促提前实施了对日反攻战略。由此可见，湘西

会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美混

合团，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中美混合团于 1943
年 10 月—1945 年 9 月为重整中国空军而建，隶属

驻华美军第 14 航空队，下辖 1、3、5 等 3 个大队，

其中第 3、5 大队为战斗大队。第 3 大队负责华北

作战，第 5 大队负责长江以南作战。每大队辖 4
个中队，各大队美军派驻 7 至 10 名主管人员，主

要为管理人员或正副大队长，后增加部分美籍飞

行员、后勤等人员；主要战斗人员为中国在美国

训练回国的飞行员，也有部分空军军官学校训练

的本土飞行员 [3]。此次会战，空军主要参战力量

为第五大队，本文谨以中美空军代指中美混合团

第五大队及其他参战空军力量）在会战中，始终

掌握制空权，在挫败日寇图谋、保证会战胜利、

促使国民政府调整对日反攻战略等方面发挥了关

键性的作用。

关于对全面抗战期间中方空军的研究，一直是

抗日战争史、军事史关注的重点。抗战初期，就

有时人分析中国空军作战的优缺点 [4]。周至柔认为，

战时的中国空军具有技术国际性和精神民族性的

特征 [5]。也有人关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空

军的战绩及其战略问题 [6]。随着时间推移，学界

对抗战期间中国空军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展。有人

认为抗战初期的中国空军在华东战场发挥了较大

作用，但也存在集中使用，丧失华北、华南制空

权等失误 [7]。其中，有不少学者从抗战的国际合

作视角，考察分析了苏联空军援华及其作用，以

及中美空军在战时的联合作战及其影响等 [8-18]。也

有研究者从具体战役角度，以湘西会战为例，围绕

芷江机场的战时作用和历史地位展开论述 [19-21]。相

关研究中，有的直接论述湘西会战中中国空军的

表现，如对空军第五大队的参战历程予以记录 [22]；

有的从宏观方面对中美空军参战的概况进行考察

分析 [23]；此外，还有部分著作和回忆录涉及战时

中国空军及中美空军联合作战的内容 [24-25]。

既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对全面抗战时期中方

空军的研究，但大多侧重对空军作战本身的概述，

也较少利用到原始档案史料。对于抗战后期中美

空军在湘西会战中如何作战，取得哪些战果，以

及其对国民政府对日战略产生何种影响等问题，

都有待深入。鉴于此，笔者拟以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所藏有关中国空军档案为基础，结合其他材

料，考察湘西会战中的中美空军与对日反攻战略

的关系，以期深化对抗战后期中美空军作战与战

略战局变化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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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间及国民政府对对日反攻的关注

与思考

抗战中后期，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

国际局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

对日反攻也日益成为中国各阶层关注的重要问题

之一。

实际上，关于对日反攻问题的讨论，自日本

全面侵华开始，从民间至政府，始终不绝于耳。

在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一方面，有舆论表达了

其与反攻具有重要关系，称“我们有反攻的军队，

有反攻的政府及领袖，有反攻的民众，我们应有

反攻的舆论，鼓励反攻的勇气，坚定反攻的决心”，

而且“反攻会把中华民族锻炼成钢铁的民族”[26]。

还有人指出“我们只有积极地从事反攻，从事于

各种零星的，不断的反攻，发动国民反攻的精神，

充实全国反攻的经济建设，展开全面的反攻的军

事……在宣传上，也不应有消极毒气的散播”[27]。

另一方面，社会舆论也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

角度热烈讨论反攻事宜，如有舆论从正面战场对

反攻的重要性、方式、时机等进行了讨论 [28]；也

有人从敌后游击战的角度鼓动总反攻的进行 [29]。

不可否认，该阶段的社会舆论对抗战初期凝聚民

心和士气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多带有速胜论的色

彩，容易将民众引向认知误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社会舆论对反攻的讨

论热情愈趋高涨，大家盼望抗战早日胜利。1939
年，在南昌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主动进行反攻作战，

与先前的被动防守应战形成鲜明对比，让民众“在

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曙光”，社会上一时“关于总

反攻的报道，总是不断的流传着”[30]。有议论认

为“照目前的情势观察，日军将不得不暂时再陷

于休止的状态，但华军当局则已决定了各战场同

时总反攻的计划”[31]。另外，有人对战争过程予

以分析，指出“从积极抵抗，到各路突击，从各

路突击，到全线的总反攻，这就是胜利必经的过

程”[32]。随着国际形势演变，有人呼吁“‘假如

美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就要趁着这个机会展开‘总

反攻’”[33]。也有人从世界战争的角度，以反法

西斯战争敌我实力变化态势为前提，论述对法西

斯国家的反攻问题，指出争取持久作战仍为一种

明智的作战战略 [34]。还有人从具体战役出发分析

对日反攻的问题，如从中国军队收复福州的胜利

的角度来讨论该问题 [35]。甚至还有人从“西南总

反攻之整备”的角度，分析中美合作、中原三路

反攻的路线、军事机构设置的准备情况等问题 [36]。

凡此种种，表达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对日总反攻的

热切期盼。

此外，还有士兵、官员就对日总反攻的问题

向国民政府高层进言。如 1945 年 3 月 20 日，万

县塞班江山炮营测量员王天池上书军令部，指出

“同盟国对日之决战时机，将在德国失败后三个

月，我之对日反攻，必须改编作战军之编组，配

合盟军登陆，判断登陆地点在杭州湾香港，并准

备多量火焰放射器，以制压敌窑式工事，策动伪

军等项”，并据此提出反攻路线、兵力配备等建

议；再有该年 6 月，汪扬初拟具全面反攻计划书，

认为“全面反攻之三大据点及其准备以厉害论，

华北重于华南，以形势论华南重于华北”；当年 6
月 30 日，驻瑞士大使馆武官彭克定指出“谣传中

国预计六七月间有总反攻消息，无论此项谣传是

否属实，未敢断言，但以职见，总反攻似嫌过早，

此种动向，用为宣传则可，用为实际举动，似有

考虑之余地”，建议“中国反攻之时，须待日本

本土被轰击，至是可动摇侵华日军军心之际，方

为成熟”；少将高级参谋吴光傑从反攻的角度，

拟就“我军配合美军登陆对日作战计划之建议”，

提出“我军配合盟军登陆实施反攻应有之准备：

甲、规定配合反攻之区分；乙、整理补给路线；丙、

鼓励沦陷区民众待机灭敌；丁、使用天兵协同登

陆部队作战；戌、整训部队增建机场”等建议 [37]。

以上政府内部人员关于对日总反攻的观点，从中

下层发出的声音，丰富了时人对反攻问题的认识，

也一定程度引起了政府高层的关注，如对王天池

的进言，军令部批拟意见为“此文有关国军总反攻，

拟移交第一处参考” [37]。

社会舆论虽然很难全面真实地体现出战争态

势，但也反映了中国民众乃至政府内部人员对反

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的热切期望。与社会舆论相对

应的是，国民政府也就对日反攻战略问题进行了

长时段的思考。

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早在 1942 年年初，重庆

军事委员会就要求各战区呈阅各有关总反攻的计

划，包括对敌人兵力、装备、优缺点等进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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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分析 [38]。其中，第七战区呈阅的计划认为“敌

寇此时正竭力进攻南洋各地，觅取军事新根据地，

攫取资源以作侵华长期战费，我军正当乘此敌寇

急攻南洋，无心在华恋战之时，乘其空虚首尾不

能相顾之际，急速下令全面总反攻”[39]。该计划

已认识到世界战争加强了相关国家与中国战场的

关系，但其出台时尚处于各战区各自为战的阶段，

且所呈内容仅为应付军事委员会的要求，所以该

计划呈阅之后便被搁置。

1943 年 9 月 8 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

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对二战进程作出推测，“自

魁北克会议以后，对于太平洋方面之反攻，业有

确定步骤，今后我与盟国军事行动若能互相配合，

彼此策应，即最后胜利之获得，不难实现于最近

之将来”，认为“惟当此最后胜利在望之际，尤

应迅速大量利用国外供应物资，积极充实战力，

而对于空军及机械化部队之建设，更宜不遗余力，

及早完成，以求获得最大之战果，达成抗战建国

之伟业”[40]843。其强调中国军队与盟军的配合，但

未提出具体反攻计划。至该年 11 月，在何应钦主

持下，国民政府拟具《国军总反攻作战指导计划

大纲》（甲）（乙）两方案。在（乙）案中指出，

总反攻的时机为“1、依全般态势之变化，倭寇有

总奔溃之征兆时；2、宜沙收复以后，各战区国军

主力均已补训完成时；3、盟军已将菲律宾台湾攻

略，并将东南海运打通，国军得适量之补充与支

援时”[41]。与该大纲一起制定的还有其他各部门

配合实施反攻的方案多种 [42]。看得出，这是国民

政府一份系统性的总反攻方案。

1944 年年初，蒋介石认为，“明年年内或可

如麦克阿塞之所期，彼可由非列滨（即菲律宾）

与我军在华南相会，对倭寇共同作战也”[43]。这里，

蒋介石对与美军联合对日作战的胜利前景进行了

预测，此时，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尚处战略守势。

1 月 7 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白崇禧，“对于今

年整军之计划与将来建军之方案，以及各军事学

校，充实教育之办法，希即悉心研究，拟具具体

计划，于二月底以前呈报为要”；1 月 19 日，继

续强调，“本年敌之动向，多在粤汉路南段，应

特加注意，其次浙赣路与昆明防务亦应加强”[44]。

5 月 25 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

次全体会议认为，战争形态已由防守转为反攻。

会议提出了大规模反攻的概念：“此集体战争，

又已由防守时期进至大规模反攻时期。”[40]883 该

年 8 月 20 日，陈诚在《电呈谨拟非常之举三项敬

乞裁核》中认为，“德国失败，为期当不在远”，

希望“目前应即争取时间，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

作最后之努力，以求发挥最高之战果” [45]。他从

欧亚战场的联动性来思考对日反攻战略，但仍未

提出具体的反攻作战计划。

1944 年冬天，国民政府为准备对日反攻，开

始设立作战统筹机构，“为联系盟军，对敌转移

攻势，国军乃于三十三年冬设立陆军总司令部于

昆明，负西南各战区指挥及整训之责”[46]。此时，

国民政府已经着手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反攻作战战

略，并于次年春制定了与美军联合作战的总反攻

计划：“中方战区最高统帅为适应全般军事情势

之发展，期与邻接战区密切协调作战，经策定战

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冰人或白塔计划。决定于

是年秋间，开始对盘踞中国大陆之日军断行总反

攻。”[47] （该计划实际主要由美军制定，预计当

年 8 月 1 日正式施行，后改称“卡波內多”计划）

可见，一方面，国民政府结合国内外情势，

经过对战争态势长时段的观察和思考，不断修正

战略判断，其对日战略反攻计划经历了动态的制

定和调整过程。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所拟计划在

实施层面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但其多数时

段将目光瞄向国外，将反攻的希望寄托于国际

形势的演变和盟军的援助，尤其是依赖美国的

输血和支持，其最后的反攻计划即“白塔计划”

亦主要由美军制定。争取国际援助本无可厚非，

但某种层面破坏了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外交上

的独立性 [48-49]，遏制了国民党高层的积极抗战思

想，束缚了其广泛团结一切抗战力量的手脚，阻

遏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且国民党

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妨害了

全民族的统一抗战。

二 中美空军在湘西会战中的对日作战

经过

前述民间与国民政府对对日反攻战略的关注

与思考，也是中国方面对抗战中后期正面战场反

攻总态势反映的结果。当然，从实施层面而言，

对日反攻的相关设想与期望均须通过具体实践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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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每一场大的战役，都有可能对战争走向

产生重要影响，“湘西会战”即为分析这种影响

提供了典型案例。其中，中美空军又在该战役中

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45 年 4 月初，法西斯德国行将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愈发明朗，但日军尚作垂

死挣扎，纠集了多个师团，直扑湖南湘西地区。

日军发动湘西会战，主要有以下意图：首先，夺

取芷江机场。芷江地处战略要冲，是重庆的重要

屏障，蒋梦麟曾说“芷江雄踞水上游，绾毂滇黔

孔道”[50]。长沙、衡阳失陷后，其战略地位更为

突出。1945 年芷江机场已成为西南最重要的中美

空军基地及物资集散、转运中心，“驻芷美军官

兵达 4730 人，最多时达 6000 余人，其中飞行员

254 人”[51]。中美空军从此地频频出击，掌握了制

空权，严重制约日军行动。其次，压迫国民政府

屈服，避免日后陷入多线作战。此时，在敌后战场，

1944 年中共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武装已发动局部

反攻 [52]；“雅尔塔会议”召开，预示苏联对日作

战已成定数 [53]；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已在莱特湾

登陆 [54]，进而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再次，转移

桂柳等地军队，将其调至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

避免被各个击破，以期长久顽抗，配合其本土防

卫作战 [55]。综上，日军发动会战，一是企图覆灭

芷江机场，这是其作战的直接目的；二是如顺利

撕开西进的口子，则纵深推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谋求解除日后被中美苏夹击之威胁；三是牵制延

缓中国军队换装美械之进度，为两广等地兵力撤

退、转移争取时间。这三者彼此关联，前两者呈

递进关系；第三与前两者可协同进行，也可自成

作战体系，具有战术实施的灵活性；其最终目的

是服务于防卫其本土的总战略。

国民政府战前已初步探明日军动向。1945 年 3
月 20 日，戴笠向军令部转呈情报说“（日）对华

仍采取局部攻势，以争取战略要地，并限令派遣

军总部于四月底前完成中国大陆决战态势，以应

付我军反攻及盟军登陆”[56]，但此时对敌情还缺

乏细致了解。4 月 4 日，国民政府已掌握日军进攻

方向，并拟定应敌之策，“迭据报衡阳及其以北

等集敌三个师团以上，二厅判断各将抽走部队即

将进犯湘西，一厅已整理对敌进犯计划”[57]64。

根据敌情，中美空军作了详细的战斗部署。

首先，对敌空军兵力进行了分析判断。会战之

初，认为“敌空军使用兵力仍为豫西鄂北会战时

原有数量加以补充，计轻轰炸机十八架，战斗机

四十八架，侦察机四十架，综计一百零六架，其

机种与数量或略有增减”[58]，鉴于此时敌空军大

部用于防范及抵抗太平洋美军的进攻，其在中国

大陆的实力已遭挤压，并不突出 [59]。相反，中美

混合团在抗战中后期逐渐增强了实力，“从 1942
年到 1945 年，美国陆军部在中国建立了一支美国

空军，为中国空军提供美国飞机，并培训了中国

飞行员和技术人员”[60]，中美空军力量在会战中

居于主导、优势地位。“我空军以优势兵力控制

前方各战场及敌后重要基地之上空，几使敌空军

无活动余地”[58]，这也决定了中美空军在作战中

处于战术进攻的姿态。

其次，在兵力、武器弹药供给、通信保障与陆

空协同方面审慎谋划、整体考量、合理应对。空

军的弹药补给大部依赖于盟军运输，“本会战我

空军部队油弹之补充，大部分系由美国空军担任

供给，本军自行补给者仅一部分而已”。芷江机

场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空中运输物资集散中心，其

对中国空军弹药的补充十分有利，此次会战空军

弹药、油料充足（见表 1[58]）；兵力方面，“第二

大队 B-25 一个轰炸队驻云南陆良，其一部以芷江

为前进机场，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 B-25 轰炸队，

一部驻梁山南郑，一部进驻芷江。第五大队 P-51
及 P-40 驱逐队，全部驻芷江，是为我空军参与此

一战役之主力，此外，则以驻安康第三大队 P-51
及 P-40 驱逐队之一部助攻敌后方要地”。根据编

制配备看，中美空军总的参战飞机数量约与日军

相当，但质量占优。机场方面，围绕芷江机场展

开部署，“本会战我空军部队使用之机场，为梁山、

南郑、芷江、陆良及安康等，其中以芷江为空军

主要基地”。中方机场在空间上呈南北纵线分布，

离前沿阵地近，有利于空军对敌快速打击。通信

保障方面，添设设备，增加电台数量，以恩施为

电台指挥中心、情报中继中心。“本会战关于通

信部署，系于恩施设置地区电台以为指挥中心……

旋因作战需要，又增设甲种电台一座。”此外，

还在恩施加设电话班，作为指挥中心内部联系与

防范敌人窃取情报之用。“各级电台在会战期中，

凡平面对空定向等工作，均能联络畅达，未遇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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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而完成任务”[58]。

另外，战术上注重陆空协同作战，派专人至

陆军前沿阵地，协调空军对敌打击。“我方更派

飞行军官至前线重要地区，距敌千余码处，设置

游动对空电台，指示我空军轰炸扫射目标及其弹

着偏差而修正之，故陆空联络迅速，确实收效甚

宏。”[58] 据参战人员回忆，“整个山炮营就是负

责与空军、陆军联络。芷江飞机场起飞的，我要

摆白布，与空军联络，我们那时候还有无线电，

是先进的美式装备，可以直接通话”[61]。

三 中美空军在湘西会战中的地位和作

用

湘西会战以日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会战并

未达到日军发动战役的目的，反而加强了国民政

府对对日反攻问题的思考与判断的准确性，会战

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总反攻作战的一次成功预演，

中美空军在会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湘西会战中美空军取得了丰硕的战绩，其不仅

大量杀伤当面之敌，也迟滞日军后方部队的行动，

比如，其极大影响了日军在长衡线上摩托化部队

的行动 [62]。架次方面，“综合此次战役，自四月

十日至五月二十九日共计五十日之作战起见，我

空军第五大队出动共九四二次，使用 P-40 驱逐机

共达二六七二架，其出动数量及架数之多，为历

次战役所未见。又第一大队出动共二十七次，使

用 B-25 轰炸机共一一三架。第二大队出动共一一

次，使用 B-25 轰炸机共五十八架。第三大队共出

动四次，使用 P-51 及 P-40 驱逐机共十八架”[57]。

其中，第五大队表现尤佳，“从 4 月 10 日至 5 月

23 日，43 天内第五大队就出动 P-40、P-51 式战斗

机 2500 架次（在战事最紧张时，一天最多曾出动

250 架次），投弹 100 万余磅，发射机枪弹 80 多

万发，歼灭大量日军”[63]。据战后统计，中美空军（以

第五大队为主）“共出动了 1131 架次。计：B-25

轰炸机 171 架次（开战之前，先对敌人轮番轰炸），

P-40、P-51 型驱逐机 961 次，它们的战绩是歼敌

6024 人，毁敌 304 辆，大小船只 1600 多艘，敌炮

兵阵地 37 处，阵地多处”[64]。战绩放在整个会战

中考量，格外亮眼。湘西会战中，中国军队“共

击毙日军 12 498 人，击伤 22 307 人”[65]，空军歼

敌人数约占总毙敌数的 50%；如算上被击伤的日

军人数，则空军杀伤敌人人数占会战杀伤敌人总

数的比例约为 17%。这足以彰显空军作战之效能。

更重要的是，空军作战是保证会战取得胜利的关

键性力量，显示出在与美军合作的前提下，国民

政府重整中国空军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虽然中美空军在会战中成绩突出，但也有不少

方面尚待改进。首先，在陆空协同作战上，出现

了误炸我方人员的情况（见表 2[45]）。“我轰炸机

群误炸湘潭，民间损失甚重。”[66] 其次，空军有

3 人阵亡，1 人失踪，两人受伤 [45]。再次，会战后期，

日军虽陷重围，但尚有部分人员侥幸逃离。这虽

是政府高层战略决策变化的结果，但对空军而言，

其未彻底封锁日军撤退及补给线，也是其成功脱

逃的原因之一。尽管这些不足制约了会战战果的

扩大，反映出此时中国军队空地协同作战体系尚

未真正建立，需进一步锤炼与发展，但显然，空

军作战在中国对日反攻的战略进程上占据了重要

地位。

表 2 民国三十四年湘西会战我空军伤亡失踪人员统计表

队名

空军第五大队

空军第五大队

空军第一大队

空军第二大队

空军第二大队

空军第五大队

级职

副中队长

飞行员

射击士

中尉二级飞行员

同少尉三级通信员

少尉三级飞行员

姓名

谢家义

俞阳和

毛健海

万钰

王河清

姜福盛

类别

失踪

受伤

受伤

阵亡

阵亡

同上

原因

出击长沙之敌飞机中弹起火跳伞

出击零陵被敌火击伤

随机出击宜河之敌腿被击伤

轰炸桂境之敌阵亡

轰炸桂境之敌阵亡

出击山门之敌被敌火击中阵亡

日期

四月十八日

五月十二日

五月十六日

五月十六日

五月十六日

五月十九日

地点

湘乡

零陵

宜河

榴沚

榴沚

桃花坪

表 1 湘西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各部队油弹消耗量（民国三十四年四月九日至五月十五日止）

类型

数量

炸弹 / 吨
二九

一二、七子弹 / 粒
一二一九○

飞机汽油 / 加仑

二二二一四

飞机滑油 / 加仑

四四三七

当时，国民党高层十分关注湘西会战的情况。

王世杰言及“湘西之战，我军继续告捷，敌占芷江

机场之企图，已被完全粉碎”[67]；蒋介石经常听取

有关会战的战报，于日记中多有记录 [68]；徐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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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隔几天就要听取关于会战的报告 [57]87-101。会

战结束前后，正值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会议认为，空军作战是会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之一。“湘西会战初胜的原因：一是统帅部判断

的正确，将主力布置在敌人的左翼……五是空军

协助作战的能配合”[69]，会议充分肯定了空军的

贡献。大会通过《对军事报告之决议案》，何应

钦将会战情况向大会作了详尽汇报。“又聆听何

兼总司令报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经过及此次

湘西会战概况，备悉中美合作极为密切，而湘西

之捷，亦适盟军在各战场之胜利相辉映，尤觉兴

奋。”大会对会战提振抗战信心给予高度肯定，

并以大会名义对参战将士进行嘉慰。“军事委员

会转前方全体将士公鉴：暴敌侵凌于兹八载，我

将士英勇卫国，血肉为城，艰难百战，寸土必争……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辰 印。” [70] 可见，

国民党高层及国民党六大对会战中中国军队的表

现非常满意，大家对会战对中日战局调整的意义

也有了新的认识。

会战胜利标志国民政府拉开对日总反攻的序

幕。会战前，中日双方 1944 年 4 月至 12 月爆发

“豫湘桂战役”，此战国民政府丢失国土面积达

20 余万平方公里，抗战精神受到沉重打击。陈谦

平认为，此役直接致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受损，“促

使美国政府看轻中国战场的主要因素是豫湘桂溃

败与史迪威事件”[71]；并且时有外人质疑中国是

否有能力继续坚持抗战，有人说“今天中国的基

本和紧迫的问题是，是否要进行新的战争动员以

适应对日作战”[72]。与该战形成对比的是，湘西

会战中国军队在部分换装美械装备的情形下，战

斗力得以提升，一扫先前颓势之阴霾；反观日军，

其势凸显疲软之态。鉴于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良

好表现以及敌我实力的转变，国民政府高层认为

对日总反攻的时机正在临近。国民党六大提出，“发

挥一切国力，加紧对日作战，争取胜利，必使敌

人无条件投降，并彻底解除敌人军事经济武装，

消灭其侵略异想。”[73] 白崇禧回忆说，“敌自湘

西会战后，自知战力日减……我军委会乘敌战志

衰退之际，乃令陆军总部转饬所部二、三方面军

迅速反攻桂柳，收复广西，以为反攻广州之张本，

进而实行总反攻计划。”[74] 何应钦也指出：“我

最高统帅部鉴于湘西会战中，我军士气高昂，表

现良好，而敌军则已成强弩之末，战志消沉，此

种彼消我长之表征，于是决定乘桂境敌寇空虚之

际……进军广西，迅速收复桂柳，以拓展总反攻

之机运。”[75] 正是看到会战中日军战力衰退及其

战略上的退却意图，加之中国军队整军效果初显，

国民政府遂在会战后，作出了拉开战略总反攻序

幕的决定。可见，湘西会战的胜利促使国民政府

适时调整了对日反攻计划，其对日战略亦由相持

向局部反攻以至积极酝酿总反攻方向发展，会战

强化了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的准备和实施，也

使日军从中国大陆退却的速度加快。

其实，国共双方自 1944 年起就已在局部地区

实施了对日反攻作战。一方面，中共早在 1944 年

就指示八路军等武装力量在敌后进行普遍的局部

反攻。“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华

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抓紧有利战机，从 1944 
年开始，对日伪军普遍展开局部反攻”[76]，给日

军造成极大压力。至当年 7 月，这种情况更为普

遍，“近来共产军力量越来越大，治安警备的困

难也越大”[77]。另一方面，湘西会战前，国民政

府与美军制定的对日总反攻计划全面实施的时间

为 1945 年秋，会战胜利使得国民政府高层对该计

划予以修正，使之提前至 6 月份实施。会战一经

结束，中国军队便毅然对盘踞桂柳地区的日军进

行了反攻作战。当时一度有外媒认为，会战是中

日战争的转折点 [78]。桂柳反攻作战标志中国军队

对日总反攻的开始，湘西会战则毋庸置疑成为对

日总反攻的序曲，极大地提升了中国人民的抗战

热情和必胜信心。正如其时《大公报》的报道那样，

“大清算日寇日子已到，今天大家在战场上协力

打垮日本，明天大家还要在战场上协力奠立亚洲

的和平”[69]。

湘西会战之后，日军步步退缩，再也没有发起

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当年 8 月，日军向盟军无条

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

为彰显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仪式是日军向中国战

区缴械投降，进行投降签字典礼。协调洽降事宜

成为战后对日军事的重中之重，关于洽降地点的

选择自然万众瞩目。国民政府最初预想的洽降地

点为江西玉山，但由于天气原因，玉山机场无法

起降飞机。在中方要求下，日方洽降人员今井武

夫等改飞至芷江机场，接受中方洽降之安排。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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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时中外记者云集，热闹非凡，再次成为世界

关注之焦点。芷江成为洽降之地，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更多的是必然性：由于湘西会战的胜利，芷江

机场得以稳如磐石，继续成为中美空军最重要的

军事前进基地。“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中国空军

的实力大大增强”[79]，地位更显重要。“湘西会

战胜利后，国民党正面战场转入全面反攻，芷江

便成了国民党能迅速从后方调集兵员、物资增援

前线的中转站，及训练战略反攻军队的基地……

湘西会战及其胜利，使芷江境内云集了数十万国

民党军队和中美高级军事指挥机关及首脑人物，

为中日双方代表洽谈提供了便利条件和安全保

障。”[80]

 “湘西会战”是日军妄图达到摧毁中美空军

基地、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防止日后被中美苏夹

击、转移兵力等目的，从而为其本土防卫总战略

服务的军事冒险的产物，以日军的狂热冒进开始，

以其受挫及至狼狈溃败而终。会战期间，中美空

军较好执行了最高统帅部的作战方针。中美空军

仔细分析敌情，沉着应战，始终掌握对敌制空权，

强化与陆军协同作战，努力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

系，积极进攻，是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湘

西会战后，中美空军在对日总反攻的进程中继续

发挥重要作用，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

了应有贡献。从湘西会战中中国空军的表现看，

国民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向重整中国空军的目标

迈进了一大步，其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空军的

独立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对日总反攻作战一直是国内各阶层关注的重

要议题，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家对其

关注度不断上涨。国民政府在湘西会战前，已经

就对日总反攻作战计划进行了长时段的动态制定

和修正，表现出计划制定过程中的连续性和相对

的稳定性，但其着眼点很长时间内强调以拖待变，

将反攻的注意力和希望很大程度上寄予他国援助

和国际形势的演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住了自

身手脚，遏制了其领导层的进取思想。加之，国

民政府不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

使其不可能动员并团结全民族力量统一抗战。湘

西会战后，国民政府综合多方因素作出了对日总

反攻战略调整的决定，即会战结束后进行桂柳反

攻作战。这打破了国民政府早先制定的对日总反

攻的计划，显示了湘西会战在抗战后期的历史地

位，体现了中美空军在具体的战役中撬动整体战

局变动的战略价值。关于湘西会战中中美空军的

作用与地位问题，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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